
　 　 　 政治建设与社会治理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9
 

No. 1
 

2023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zs. 2020. 03. 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韩春梅,李侠,张玉琢.
 

农村基层治理的技术契合与创新进路[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1):278-290. Doi:
 

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zs. 2020. 03. 002.
 

Citation
 

Format:
 

HAN
 

Chunmei,
 

LI
 

Xia,
 

ZHANG
 

Yuzhuo.
 

The
 

technology
 

agreement
 

and
 

innovation
 

approach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J] .

Jourm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1):278-290. Doi:
 

10. 11835 / j. issn. 1008- 5831. zs. 2020.

03. 002.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12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2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学

科基础理论体系项目“公安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研究”(2022JKF02026)

作者简介:韩春梅,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教授,Email:15611516115@ 163. com。

农村基层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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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管理学院,北京　 100038)

摘要:党的二十大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 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

代化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根本保障。 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的进程中由权威治理方式向技术治理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而技术可以或正在成功解决基层

治理中一些长久积累的困境。 由传统权威治理到现代技术治理再到整体性治理,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并

非一个固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等推动下,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治理效

率、重塑治理格局、破解治理难题。 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创新模式,信息技术具有的显著特征与基层治

理存在诸多内在契合,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在影响和改变着基层治理,并引起基层治理目标、决
策、收益等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 信息技术创新与农村治理的紧密契合、渗透,将推进农村信息化,转变

农村治理范式,为农村治理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 利用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对农村现

存数据进行快速收集、挖掘、分析、研判、预测以及共享,为农村基层治理精确预判和科学决策提供常态

数据和信息,从而让农村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推动基层治理的精确化进程。 村民依靠自身力

量,借助科技力量重新塑造基层治理模式,力图打破农村社会的内卷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

的全面进步和发展,真正实现村民自治。 通过大数据助力农村基层治理,将解决民生痛点,保证民众安

全,夯实民生保障、推进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成果惠及村民,以实现“共享”,满足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

及安全感。 依托和运用智慧技术手段,全面、广泛和深入地提供灵活创新的基层治理措施和方案,智慧

治理更能够体现人与技术之间构建的一种默契的、相互融洽配合的共生关系。 可以认为,技术必须不断

融入农村基层治理,将互联网思维植根于基层治理体系创新进程中,立足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创新治

理方式和手段,推动技术发展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 但是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存在,只有建立优良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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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范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秩序。 技术治理融入农村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要根据实际状况采取差异

化技术创新战略,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
 

技术治理的最终优势在于其保持的规范性和理性,基
层治理能力更需要依赖全域全要素整体治理得以持续完善。 技术治理必须以完善规范的制度体系为保

障,统筹规划基层各个部门和机构综合治理机制,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进程,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乡村振兴;大数据;人工智能;农村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技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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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学术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因
此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全面推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2] 。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从“实施”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效渐显。 而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社会治理

的重要范畴,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根本保障。 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复杂多变的农村社会

环境态势,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根基,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创新模式,构建富有创新性的农村基层治

理技术体系,既能够顺应社会形势,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推动农村平稳的发展,也将对乡村振兴

产生深远的影响[3] ,为完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扎实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统筹乡村公共服务布

局,建设宜居宜业和最美乡村等最艰巨最繁重任务拓宽了实践思路。 目前,由于农村社会治理的复

杂性,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治理加农村自治的治理体制。 在这一治理体制下,尽管国家政策规制是统

一向下辐射的,但是由于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密性、村民文化程度较低、宗族势力依然存在等原

因,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更趋向于权威治理或能人治理、乡贤治理[4] 。 显然,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

理的进程中由权威治理方式向技术治理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而技术可以或正在成功解

决基层治理中一些长久积累的困境。 国务院早在 2015 年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显示了政府对技术治理的高度重视和实施决心。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

融合现代信息技术于政务,积极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 “互联网+城市管理”等模式和措施,并取

得了一系列成绩。
当前,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逐渐融入了人类生活的各

个领域,与之相应的理念也深刻地改变了国家、政府、社会的治理方式,同时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

可视化和数字化条件,实现了对基层所提供数据进行精确的核算和监督,为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提

供了可能。 西方学者已提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数字时代治理 ( digital
 

era
 

governance),体现了信息时代政府治理的新需求和新特征,而且论证了其必然性和可行性[5] ,强调

信息技术是推动政府治理的重要力量和核心力量[6] 。 同时,信息技术在重塑政府运行机制、管理机

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都发挥了助推作用[7] 。 此外,信息

技术在打造智慧城市、社会服务、扩大公民参与层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8] 。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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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9] ,信息化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10] ,两者之间存在目标耦合与机制耦

合[11] ,并提出治理工作需要信息化的支持和大数据作为支撑[12] ,探索信息技术推进城市治理的新模

式、新机制等[13] ,强调信息技术作为理性工具的治理形式呈现在广域场景之中[14] ,使得决策更加社会

化,同时有利于社会危机治理[15] 。 此外,有学者立足共同富裕视角强调城乡融合发展[16] ;也有学者从

微观层面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剖析新型城市治理的样本[17] ,这些成果为乡村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 但

是,对于技术与农村基层治理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事实上,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

基层。 当前基层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凸显,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是否可以借

力,如何与基层治理契合,以及如何借助智能技术创新基层治理,这是本文研究的方向。

二、农村基层治理演变:传统权威治理—现代技术治理—整体性治理

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并非一个固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等推

动下,基层治理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引发了基层治理的深刻革命。 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治

理效率、重塑治理格局、破解治理难题,在具体实践中动态、补充、回应地进行着磨合、验证和充实,
推动治理从传统权威治理到现代技术治理,再到整体性治理,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韦伯认为,国家能力无法到达村庄,“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会递减,及至消失

……‘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 [18] 。 我国封建社会虽然

是一元化管理体制,但不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中央政府都无法应付如此庞大的治理疆域,需要

委托地方代理人加以实现,即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 这些代理人逐渐沦为完全应官应差的“官之

差役”,但其在地方公共治理等领域作用甚微,而村庄内生的士绅精英、社区领袖等威望人士则承担

了繁多公共事务。 由于国家正式授权并未延伸至士绅精英阶层,故而士绅精英阶层成为游离于体

制外的权力中心,费孝通称其为“自下而上的轨道” [19] 。 学者黄仁宇对于我国古代的基层治理描述

为“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20] 。 这种

治理方式体现了具有农村特点的治理的灵活性,有利于解决农村的固有矛盾并维持农村的和谐与

温馨,但是这种灵活性用于税收等一些资源配置方面,就会出现通过巧立名目收取各种税费,不断

为基层政府谋求更大的利益等情况,长此以往,将失去民心,失去民众支持,甚至导致民众揭竿而

起,危及中央地位和统治,而中央一旦通过集权方式收紧地方的治理空间和权力空间,其自上而下

的统治传达和政策执行难度也将增大,行政效率降低,运行缓慢。 尽管经过多次变革,农村基层治

理的管理模式并未脱离传统的权威治理。 权威治理的直接后果就是宗族势力利用对农村社会的掌

控能力,对资源进行巧取豪夺,将被赋予的使命变成了兼并土地、获取财富的利器。 因此,为避免权

威治理带来的弊端,我国古代统治者也试图利用一些技术方法———“数目字管理”,试图使基层的资

源管理以数据化、定量化的方式运转,但权威治理之下的“数目字管理”几乎形同虚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经历了重大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社会

转型和社会建构,并以此为契机,农村的治理系统也开始重新整合和建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

破了传统组织体制,带动了各种资源的流动和中间阶层的崛起。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

和农业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农村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成员关系等都出现了颠覆性的变

化,建构了全新的组织和个体生存逻辑和规则秩序[21] 。 但是由于国家放权,公社体制解体,村级组

织的集体调控能力严重衰减,农民阶层借此迅速分化,但还未形成新的整合资源体系和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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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出现失范状态。 个体自治能力有限,村级组织力量单薄,农村的许多新旧问题不得已还需

借助人际关系与社会威望来进行调适。 但无论基层政府还是村民自治,其治理主导者大都需要有

深厚的影响和威望才能对村民进行有效管理,以至农村社会治理再次蒙上了“权威治理”的阴影,而
所谓的村民自治赋予村民的民主决策权则部分地流于形式,原本民主意识较薄弱的村民参与选举

和利益表达则更加消极,民主监督机制也不够健全,出现监督渠道闭塞,监督内容空洞等问题,削弱

了村民的民主参与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冷漠,甚至导致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治

理失序和混乱。 有学者认为,后公社时期农村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农民价值观念等发

生了根本性重组,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剧;农村基础建设、社会治安秩序、社会保障水平以及社会整合

能力却是低质量运转。 基层管理的空壳化演进与农村各种非正式组织勃发之间的对冲,更说明满

足社会转型需要的制度供给在乡村社会环境中尤为重要
 [22] 。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对抗“权威治理”的“技术治理”逐渐开始广泛地用于基层社会

治理中。 技术治理重在使用技术手段处理社会治理中的障碍,淡化权威治理中的人为操纵色彩。
技术治理的逻辑是运用信息技术对社会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和处理,以监控、识别以及超强的计算能

力使社会制度与规范真正得以实施,进而达成治理的理想效果。 韦伯给出的标准定义认为“专业技

术知识具备独立性” [23] ,因而技术治理在理论上的成就是可以将社会情境转化为数据,满足公民对

公正与安全的期待和需求,为公共管理、资源分配、社会分工等一些复杂性问题提供基础数据库。
实践中,我国很多基层组织已经推行了智慧农村的治理方式,结合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传感器等各种技术,与各种技术标准体系结合重组治理主体的任务、责权、资源、功能等,并将各个

不同的社会问题与应对主体和措施进行重新匹配,重新分组,实现技术治理[24] 。 但是一些学者也提

出了技术治理的悖论,如村庄的社会治理呈现出指标和数据空转状态、技术势差、不平等风险、成本

较高,不能与实际需求相衔接,技术与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等不够紧密,导致治理成本高、效益低

等问题。 此外,如果农村基层政府过于依赖“治理技术”,很容易陷入“数字利维坦”的陷阱,而提出

治理的回归,让技术服务于治理的本质,而不是让技术异化为治理本身。
另一方面,技术治理打破了农村基层世代固守的家族权威,尤其是差序格局、伦理秩序等,注入

了新的文化因子,如现代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力意识、公平意识等,传统和现代的因素交织

在一起,彼此消长、良莠不齐,也正是这样才为整体性治理留下可能的空间。 此外,技术治理逐渐实

现去中心化,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但是另一方

面会导致责任认定困难、相互推诿、风险转嫁等问题,亟待多元治理主体内部有效协调和整合。 再

者,农村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引致了异质性需求和导向性利益,多元需求主体和利益相关群体之

间形成了多种交互机制,使得公共服务等不可能提供无差异的标准化服务,不同群体有不同的需求

和服务预期,技术治理无法及时回应。 卢曼认为,“无论组织与理性计划如何优化,人们也无法根据

行为后果的可靠性预测实现对所有行动的正确性指导。 信任则是妥善处置不确定性剩余的关键角

色,把可能性用括弧括起来,就像它们不存在一样行动” [25] 。 由此可见,必须增强信任与合作。 整体

性治理正是一种超越碎片化、分散化,整合多元主体,更趋信任、公平、合作、包容,更具人文关怀的

治理模式。 根据希克斯的定义,整体性治理是以社会成员需求为目标导向,将信息技术作为治理方

法,依托协调、整合、责任的治理体制机制,协调与整合治理层序、功用、公私机构关系及信息系统等

碎片化机体,为社会成员提供无缝衔接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24] 。 由此可见,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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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治理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和力量,强调公民需求,协调整合,共同合作又责任分担等,为破解技术

治理中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和模式[26] 。

三、技术发展与基层治理的内在契合与重塑

信息技术的本质就是要素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进行联通,称为信息时代或互联网时代,而当

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可以说,信息化是智能化的基础,智能化是

信息化的延伸。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在影响和改变着基层治理,并引起基层治理目标、决
策、收益等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

(一)信息技术与基层治理的内在契合

1. 动态性契合

城镇化进程推进、人口流动加剧等不仅带来了人口空间地域的变化,而且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

的重组以及资源的再分配变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和重构。 这些变化对农村基层

治理、农民生产生活等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此外,农村发展也基于这些变化,立足自身资源、优
势等,打造不同的发展模式。 如临近城市的村庄可以进行“城郊融合”,依托城市共享城市资源;历
史悠久的村庄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热点,带动农村发展;新型农村以生态农业、生态工

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为发展进路,实现资源和生态的可持续利用,打造生态农村。 不同的农村

发展模式同时也会带动和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的动态调试和适应。 信息技术为农村基层治理和社会

格局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农村基层治理逐渐构建以程序化、理性化和高效化为特征的技术治

理程序和体系。 但是农村的复杂性和各村的差异化,显然不能由统一的治理技术一并解决,技术的

选择变得至关重要。 而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已经引领社会步入大数据时代浪潮中,信息的超速繁

殖源于信息技术的升级换代,海量数据与信息以几何式进阶,这种动态性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选择性

和动态性相契合。 因此,信息技术的选择要以动态适应性为前提。 形式化和同质化的技术使用已

不能真正提升农村基层的治理水平,技术治理必须利用转化为配套、适用、动态的治理技术。
2. 精确性契合

随着国家对农村的经济扶持和政策下沉,惠农政策不断实行,下发到农村的各种文件和项目等

与日俱增,农村村委会的任务也相比以往有所增多,需要考虑如何将资源和任务精确分配,助力农

村工作越来越规范化和精细化。 农村的法治建设是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 但是,当前农

村居民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等都有很大提升空间,这就要求系统提升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

念等,需要进行“送法下乡”、上门普法,助推精准法律帮扶工作,增强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

维,培养村民知法、学法、用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农村社会治理对

精细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需要不断明晰法律、明晰政策、明晰规则、明晰需求,实现农村基层治理

更加精准分析、精细服务、精确治理。 而当前技术治理的精确特质正契合了农村基层治理精确化的

需求。 技术治理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对农村现存数据进行快速收集、挖
掘、分析、研判、预测以及共享,为农村基层治理精确预判和科学决策提供常态数据和信息,从而让

农村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推动基层治理的精确化进程。
3. 创新性契合

当前,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农村发生了整体性、结构性巨变,治理难度不断增大,僵化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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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已无法应对新形势,治理创新已迫在眉睫。 信息技术是创新的重要先导力量,信息技术创新与

农村治理的紧密契合、渗透,将推进农村信息化,转变农村治理范式,为农村治理激发新的活力和动

力。 当前,有很多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创新的系统的治理制度,与信息技术结合不紧密,导致治理缺

乏灵活性和创新性,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信息技术要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

效实现形式,创新技术手段,打通村民自治的路径。 信息技术将农村治理中的各个要素链接起来,
发挥各个要素的协同作用,不断形成统一的整体的农村治理体系。 如,设立微信平台及时公开“党

务、村务、政务”等,提供农村居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维权路径;智能化技术激活农村产业新潜力,将
零散碎片化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农业资源供应方匹配衔接,形成共享农业资源产业链,利用互

联网、物联网平台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新兴农业于一体的田园共同体;信息技术为群众服务

创新了新方式,监控摄像头增强村民安全感,微信公众平台打通为民服务的便捷通道。
(二)人工智能技术与基层治理模式重塑

1. 物联网技术—高度联通—整体性治理

作为第三次产业浪潮兴起的物联网(IOT)技术,致力于事物之间、人与物之间的联结与融合,充
分发掘其中的关联性,并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自动识别与跟踪计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互联共享,
打破人与事物的地域局限性,提升资源的拓展性利用空间。 物联网技术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一个综

合的社会服务信息平台,重构了基层生产和基层组织关联形态,推动农业、水电、环境、物流、建筑、
医疗等各个领域智能化,为推进基层治理智能化奠定基础。 物联网技术将清晰的数据呈现出来,提
供清晰的社会图谱和边界图像,即学者黄仁宇所讲的“数目字治理”可以得到根本实现,不再被数据

的模糊所困惑。 在此基础上,农村社会的治理可以摆脱单项性治理的困境,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社
会治安、人口、农村建设等各个方面,统筹规划,整合现有资源,开发利用农业的潜力资源。 在发展

经济的基础上,维护社会公平和秩序,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整体性治理。
正如波利特提出,整体性治理是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

理范式。 具体包括:缓解、解决政府间的冲突和不兼容以提升政府决策效力;递减交叉重叠,合理调

配稀缺资源;强化某一政策空间范畴中相异利益主体间的协作;为受众群体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

服务[27] 。 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农村社会整体性治理应当以村民需求为导向,协调与整合行政管

理机制,加大村民自主力度,以经济的发展为首要目标,通过对社会资源(包括农业资源、土地资源、
人力资源等)进行整体评估,在提供数据资料的同时,对资源进行全方位分析,将各项资源进行合理

整合,寻求最大化的资源配置和收益,如根据市场行情和社会需求,组织农产品的合理养殖与生产,
土地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构建物联网架构

体系,以便智能响应各种需求,如民生、教育、医疗、环保、行政服务等。
整体性治理的基础性要求是政府的政务公开。 利用物联网技术对社会真实信息的全面掌握,

政府对于农村基层的治理不再受制于数据的局限,这样可以协助政府作出更好的决策,对社会资源

的分配进行精准投放,提升社会公平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村民可以获得政府管理的真实数据,理
解政府意图,增强村民对政府行政管理的信任度。 整体性治理的基本内容是通过构建新型治理机

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物联网的智能化应用,可以实现城乡社会资源的整合与融合,达成资源

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合理流动,消除农村相对于城市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使村民同样能够

感受和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福祉和便捷。

38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　 　 　

整体性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村民自治。 政府对农村的治理职能应由全面管控型向服务型转

变,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和自治能力,保障村民的利益真正得到实现。 通过物联网技术,村民可

以获取相应的数据和分析结果,打破过去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盲目与非理性选择的做法,在拥

有可靠的依据和理由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决策,提高农民参与和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积极性。 村民

依靠自身力量,借助科技力量广纳资源,打破农村社会的内卷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的

全面进步。
2. 大数据技术—高度透明与感知—“三共”治理

信息化时代的技术是数据,而互联网数据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我们已进入大数据

时代。 在大数据时代,任何微小的数据都可能产生不可思议的价值。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凸显了时

间的高度敏感性,凸显了数据的重要性,凸显了信息的共享交互性。 大数据已成为基层治理的信息

基础,通过数据的集成、分析、挖掘,以及服务和协调等业务流程,贯穿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 数据

处理和信息传递的快速性、便捷性和交互性极大地提升了治理过程中的反馈和回应,让民众能够在

最短时间内掌握基层管理事务,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 同时,大数据为民众参与提供了开放平台和

交互平台,打通了参与途径和通路,极大地推动了基层治理民主化和动态化进程[28] ;并更有力地帮

助了基层管理者积极主动适应变化,感知动态,做出明智决策[29] 。
大数据改变了基层治理的模式,大数据提供了强大和庞大的信息交互的平台和渠道,信息可以

高速流动和高度共享。 不论在基层决策、政策执行、事务管理等过程中,基层政府、专家与公民之间

共同掌握信息,分享信息,形成包容性、平等性、透明性、民主性的互动交融,如建立的村民议事厅直

播室,把村级事务决定权切实交由村民,村民可以通过收看直播实时了解农村各类事务,形成议事

机制,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渠道,也同时提高了决策的公开透明度,保证了村民广泛的参

与权和监督权,提升了村民的自治能力和水平。 信息和数据提供的有效工具打破了传统的单主体

格局,不断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参与决策评估,参与决策实施的动态平衡机制,同时也打

破了原本的科层垂直管理体制,逐步实现网络化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基层管理达到“纵到底,横到

边”,规避纵向上层级结构“碎片化”的权力线,横向上多元主体参与融合不足的行动线,实现多元主

体“共治” [30] 。
大数据让农村社区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公开,更加能够被感知。 大数据时代打破了小数据时代

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变封闭为开放,变被动应对为研判预测,变模糊为清晰。 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

汇集、整理、挖掘、分析等逻辑过程,将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的数据进行剖析,将复杂的信息

变成简单、明晰、可用、有价值的信息,并挖掘它们之间的联系和重要意义[31] 。 大数据将很多看似复

杂的信息简化为可读和可感知的标准化信息,并建立去中心化、开放共享式和公众关联化的数据采

集体系,丰富社会治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融入各种技术中,变成可感知、可体验、可追溯的数据场

景,搭建电子平台,并根据基层治理的需求设置如“基础数据” “实时监控” “公共服务”等模块,实现

将农村社区内人、地、物、事等方面的各种信息全面录入和管理,将这些基层治理信息通过编码管理

起来,形成基础块数据。 基于大数据的丰富性、开放性以及公众化特质,将信息传播和反馈的双向

渠道打开,农村民众的需求、诉求、风险等将描述得更加清晰、更加精准,同时数据平台可以将政府

制定的政策下达到基层,也可以将民生民意上传给管理者,能够整合各方力量,各方资源,能够对居

民的利益诉求、矛盾纠纷等进行及时掌控[31] ,及时分析,及时处置,实现多元主体“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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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层治理也能借助信息平台,对农村社区状态进行快速感知,如农村社区人员的现实情

况、活动轨迹,以及农村社区风险点、隐患点的实时监控、演变轨迹和发展趋势等,使政府可以通过

各种渠道搜集和获悉民众需求、感知民情民意,并从中识别社会变化,进而积极主动地预测社会问

题和风险,为制定决策和政策提供支持。 此外,大数据也为资源调配等提供支持,一旦发生社会风

险、危机事件等,数据的可视化可以清晰提供其位置、数量,以及处置力量的分布、数量、状况等,从
而实现跨区域调配[32] ,迅速处置危机,转危为安。 大数据助力基层治理,在解决民生痛点,保证民众

安全,夯实民生保障、推进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成果惠及民众,实现“共享”,满足民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以及安全感。
3. 人工智能技术—高度智能—智慧治理

“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不是单一的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社会的决策革命和治理革命,它可能为

公共治理领域的变革与创新开启新的未知空间领域” [33] 。 人工智能技术以大数据发展为基础,通
过算法优化提高数据处理能力,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研究如何让计算机能够模拟人的智能,
代替人类完成工作,并帮助政府收集各种民情数据,服务于更为严谨科学的政策决策和执行[34] 。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弯道超车”进入世界前列,在基层治理中也逐步得到应用,基层政府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将基层治理的风险和隐患等数字化、模型化,并通过各种数据耦合汇聚碰撞,分
析风险和隐患的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同时对“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进行预见和分析,提升风险

事件研判的智慧化和精准性水平,积极主动地把基层治理风险发现和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助于基层

管理者走出风险事件决策盲区[35] ,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力。
人工智能为公共服务赋予了便捷、简捷、敏捷特征。 便捷,人工智能的自主服务、人脸识别、语

音录入等借助各种专项业务场景语料和知识图谱,使基层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等变得更加便捷,也
使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个性,更加创新。 人工智能赋予了机器情境感知和自主认知能力,构建

人机交互模型,通过人机对话、人机沟通完成各种业务服务,不仅缓解了基层政务人员的不足,同时

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更能读懂人心,满足个性化需求。 简捷,人工智能通过语音识别、知识图

谱、主动服务、辅助决策等技术,在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领域得以应用,提供了简捷的操作和流程,
优化了审批业务流程,也打破了传统的分割式、串行化审批模式,事项拆分、事项分发、并联审批、协
同监管等创新模式推动着一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让“流程最简、时限最短、服务最

优”的便企利民目标落地生根。 有了人工智能的“神助攻”,很多基层政务服务人员得到解放,“事多

人少”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 此外,在人员调配、资源组合、优化配置等层面实现智能化处理,不仅

实现高效有效,而且实现规范处理,保障了治理的简约[35] 。 敏捷,人工智能衍生的人文关怀更能敏

捷快速地捕捉民意,洞察民情,及时化解矛盾。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构建大数据社情民意和预警研判

模型,将治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每一根“神经末端” [36] ,实时感知民生,实时监控风险,保护民

众安全。 在基层治理中,农村社区可以通过智慧电视“平安监控”专区,链接手机 APP 全实况监控

社区安全状态,能够敏锐地发现风险和问题,在第一时间内进行应急处置。
智慧治理为基层治理带来新的方向和全新社会形态,从推动民主化参与到降低公共事务成本,

从推动资源配置到助力区域发展,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到助力实现绿色发展,智慧治理依托和运用智

慧技术手段,全面、广泛和深入地提供灵活创新的基层治理措施和方案,更突出全方位地展现了智

能技术的优越性,更充分通透地展现了技术与治理的高度融合,更能够体现人与技术之间构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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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默契的、相互融洽配合的共生关系。

四、基于技术发展的农村基层治理创新进路

信息技术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联结有助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37] 。 农村基层治理要以新技

术为基础,将互联网思维植根于基层治理体系创新进程中,立足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创新治理方

式和手段,推动技术发展与基层治理的高度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民众参与、良法公序、制
度保障的现代农村基层治理体制。

(一)治理目标:良法公序

持续、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必将建立在公正优良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基础上。 但当前,技
术理念、法治现代化以及“乡政村治”体系等与基层运行并未实现完美的契合,农村基层仍存在于传

统人情逻辑、规则意识缺位的社会环境之下,导致农村治理浅表化、形式化,甚至无序化,没有有效

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行[38] 。 农村基层治理呼唤良法公序。 法治的维护需要技术的支撑,数
据为法治提供了真实的社会图谱,法治才得以按照正确的路径进行。 法治为技术的有效发挥提供

了保障作用,技术的实施与作用的发挥建立在良法的基础上。 法与技术的配合成为社会治理事项

的关键。 农村基层治理必须不断完善技术治理制度,强化对社会的监管能力,才能保证农村社会发

展平稳有序,才能构建一个和谐而充满生机的社会环境。
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存在,它兼具显著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无规则地运用技术的结果将是技

术的滥用而致社会无序,因此,公民在享受技术带来的福祉的同时,必须要受到规则的约束,只有建

立优良的法制规范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秩序。 技术治理可以将社会真实面目尽可能还原。 一方

面,农村的基层管理主体不能再以数据占有的优势有意对抗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通过技术治理,
数据得以公开,逐渐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村民才能在公平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和发展;另一方

面,技术治理提供了强大的社会监控能力,为农村提供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技术治理不

但能够促使村民遵守法律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又能保障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优良的法治环境必然提升法律底线和诚信友善的道德底线,进而构建一个法治、德治、自治相

融合的多元新型农村治理体系,确保农村社会环境运行有序,和谐共处。
(二)治理路径:渐进式发展

社会构建论认为,技术与社会需要相互构建。 社会治理需要技术的支持,同时技术的重要性体

现在其适应的社会需求上。 当技术能够满足社会某一方面的需求时,民众才能意识到其中的作用

和意义。 当然社会在不断发展,对技术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在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

中渐进式发展。
任何技术的推行不会一蹴而就,技术的适用需要有一定的推行过程,而且技术本身也需要不断

试错,不断探索。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各个村庄的地理、人文、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千

差万别,即使是一个成熟技术的推行在不同的农村环境下还要考察其实用性和可实现性。 因此,技
术治理融入农村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技术的引入、技术的选择、技术规则的制定,
乃至技术的发展与完善等。

农村基层治理要根据实际状况采取差异化技术创新传略,从单轮驱动向双轮、多轮驱动转变和

发展,从单领域向多领域转变,从基层创新到全域创新,从单一主体到多主体创新,逐渐实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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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技术+制度”“技术+社会”“技术+机制”等双轮驱动创新,以及全域治理所需的“体制+技术+
社会”的多轮协同驱动创新[37] ,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

(三)治理方式: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的提出者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具有工具性和价值性两个方面。 而在社会治理中,技术

的使用与社会人文环境的结合恰恰证明了技术理性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技术理性与经验理

性的融合表现为决策过程中科学与民主的发展[39] 。 对技术辅以一系列的规则来实施社会治理是合

理的选择,同时也包含对技术作用的纠偏和未来发展的预测。
技术治理的最终优势在于其保持的规范性和理性。 “可计算的法治系统”与“基于规则的行政

管理”是国家社会关系理性化进程的标志。 技术所提供的理性在于决策依据和过程科学,利用技术

治理提供的数据进行科学化分析,不一定会得出最完美的结论,但是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多的思考

空间和理性化的提示。
农村社会有其特定的人文环境和历史传承,这些不是技术可以替代的。 在短期内,技术的确能

够借力农村基层治理,为民众带来实惠和便利,但是基层治理能力不能只依赖技术带来的短期效应

而提升,而更应该依赖全域全要素整体治理得以持续完善。 基层治理要达到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

的统一,要将技术作为手段和方式,以人为本,人文精神作为目标,使民众的主体治理精神在技术的

基础上达到更大的发挥和彰显。
(四)治理保障:制度创新

技术进步为村民拓宽了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也推动了基层政府进一步改善公共

治理的方式。 但是,还应充分考虑技术的双刃性,技术除了为治理带来优越性之外,还具有隐秘性

和侵入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会引发一些新型违法犯罪,还会对经济发展、道德约束、政治秩序以

及社会环境等产生负面作用和制约,特别是在社会治理方面所产生的不断增长的风险是任何层级

的政府都无法忽视的重大问题。 人们出于对科学的依赖和尊崇,可能不再相信主观判断、个人直觉

甚至是经验判断,将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参数、标准、脚本、模拟等,可能导致决策者作出的决策在

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完全超出预期和可控范围的各种意外后果。 因此,需要完善规范、规制技术的制

度体系和制度保障。
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和配套的机制建设。 制度是一个社会契约,也是一个

博弈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和互动关系。 基层治理的日新月异驱动创新的制度体系与之衔接。 制

度创新要与时俱进,同时要符合基层实际状况,甚至要超越技术化的制度文本,体现基层治理制度

的人性化、基层化、通俗化等表征,使制度成为基层民众维护权益和互动关系的有力工具。 同时,要
善用技术,对管理层进行规范与监管,防止滥用数据、权力寻租等导致关键信息泄露等问题;另一方

面强化对社会的监管,既要防止村民自治权的滥用,规范利益表达渠道,疏导非理性行为,又要引领

村民进行网络参与的正确方向,抑制网络参与的极化负面效应,有效维护技术治理的良好环境。 构

建“制度-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

融合[40] 。
制度的落实还需配套的机制。 很多制度没有落实和见成效主要缘于缺乏系统规范的机制体

系。 基层治理机制创新需要在基层政府主导下,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机制,通过政治动员,推
动基层民众参与,汇集民力,统筹规划基层各个部门和机构综合治理机制,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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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才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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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e
 

must
 

persevere
 

in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cross
 

the
 

board.
 

Using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social
 

governance 
 

but
 

also
 

the
 

foundation
 

and
 

basic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dvanc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uthority
 

governance
 

to
 

technic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rresistible
 

trend 
 

and
 

technology
 

can
 

tackle
 

or
 

is
 

tackling
 

some
 

long-term
 

accumulated
 

difficulti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From
 

traditional
 

authority
 

governance
 

to
 

modern
 

technical
 

governance
 

to
 

overall
 

governance 
 

the
 

mod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is
 

not
 

an
 

inflexi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ystem.
 

Driven
 

b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reshaping
 

the
 

pattern
 

and
 

tackling
 

difficult
 

problems
 

of
 

governance.
 

There
 

is
 

much
 

inner
 

coherence
 

between
 

the
 

marked
 

featur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By
 

means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o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re
 

affecting
 

and
 

chang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using
 

transformations
 

of
 

its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goals 
 

decisions
 

and
 

benefits.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will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rural
 

areas 
 

change
 

the
 

paradigm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add
 

new
 

energy
 

and
 

vitality
 

to
 

rural
 

governance.
 

Big
 

data
 

technolog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an
 

be
 

applied
 

to
 

quickly
 

collect 
 

exploit 
 

analyze 
 

study 
 

predict
 

and
 

share
 

the
 

existing
 

data
 

in
 

rural
 

areas 
 

which
 

will
 

provide
 

normal
 

data
 

and
 

information
 

for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making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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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governance
 

more
 

refined
 

and
 

intelligent
 

and
 

promoting
 

the
 

accurate
 

proces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lying
 

on
 

their
 

own
 

strength 
 

villagers
 

are
 

trying
 

to
 

reshape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and
 

find
 

a
 

way
 

out
 

of
 

the
 

involution
 

of
 

rural
 

society
 

with
 

the
 

help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will
 

promote
 

the
 

overal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other
 

undertakings
 

and
 

truly
 

realize
 

self-governance
 

by
 

villager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will
 

help
 

to
 

solve
 

the
 

pain
 

points
 

for
 

people s
 

livelihood 
 

ensure
 

people s
 

safety 
 

lay
 

a
 

foundation
 

for
 

people s
 

livelihood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The
 

fruits
 

will
 

benefit
 

all
 

villagers 
 

which
 

means
 

 sharing  
 

and
 

meet
 

people  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By
 

relying
 

on
 

and
 

using
 

intelligent
 

technical
 

means
 

to
 

provide
 

flexible
 

and
 

innovative
 

measures
 

and
 

solution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a
 

comprehensive 
 

wide
 

and
 

deep
 

way 
 

intelligent
 

governance
 

can
 

better
 

reflect
 

a
 

tacit
 

and
 

harmonious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y
 

must
 

continue
 

to
 

be
 

integrated
 

into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root
 

internet
 

thinking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we
 

must
 

innovate
 

governance
 

means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However 
 

technology
 

is
 

not
 

neutral.
 

Only
 

by
 

establishing
 

good
 

legal
 

norms
 

can
 

we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order.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into
 

rural
 

areas
 

is
 

a
 

gradual
 

process.
 

We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explore
 

the
 

innovation
 

path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Since
 

the
 

ultimate
 

advantage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lies
 

in
 

its
 

standardization
 

and
 

rationality 
 

th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needs
 

to
 

rely
 

more
 

on
 

the
 

overall
 

governance
 

of
 

the
 

whole
 

region
 

and
 

all
 

elements
 

to
 

be
 

improved
 

constantly.
 

Technical
 

governance
 

must
 

be
 

guaranteed
 

by
 

the
 

system
 

which
 

features
 

standardizing
 

and
 

regulating
 

technology
 

and
 

comprehensively
 

plan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various
 

grassroots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growth
 

momentum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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